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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基层赈灾实证研究 

——以江苏淮河流域水灾为中心(1912—1916) 

田燕飞
1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民国初年，江苏淮河流域水灾泛滥，具有数量多、频繁发生、范围广、危害重等特征。各级政府努

力应对灾情，施行设置赈灾机构、开展急赈、筹集赈灾物资、蠲缓、重视水利事业、加强天气预报、管理社会赈灾

力量等多种措施，取得一定的赈灾成绩；部分举措体现出时代性，在新旧赈灾举措的交互中，基本顺应了彼时赈灾

的实际情况，体现出部分赈灾近代化的积极意义。民初北京政府赈灾存在财政拮据、官员素养不高、政治秩序失序

等不足，不利于赈灾工作的进行，影响了赈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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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时常伴随灾荒且与之不断斗争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荒政”一词频频出现于

史学记载之中。历代封建朝廷也极为重视这一攸关王朝生死兴废之政举，盖因暴发灾荒统治者对之漠视以致民众揭竿而起，王

朝被推翻者有之；有帝王因积极赈灾与民“休养生息”而广受百姓拥护爱戴者亦有之。可以说，灾荒之事无小事。通过对这一

特定事象的分析不仅可以从多线的历史视域观王朝兴替之果，还能贴近底层民众生活，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域之内，呈现

历史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朝代鼎革之际，灾荒更能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之一。近代以降，中国一步步被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在此客观背景下的政府赈灾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选择以特定区域的下层民众为分析对象，对民初北京政府（以下均简称北京政府）的赈灾进行探究，

有益于从微观方面透视北京政府赈灾举措的施行成效，增强对民初政府宏观构建下的可视化理解，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彼时灾

民的生存状态，有助于拓宽对民初社会的整体性认识。目前研究淮河流域水灾的成果不少，王俊清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以

明清时期黄淮水灾为重要参照，分析明清长时段下重要城市的历史变迁(1)；梁肖以民国时期安徽北部水灾为研究对象，较深入分

析了水灾的成因及其对区域造成的危害，并且通过分析政府与社会各赈灾主体的赈灾行为，指出各类救灾机构正不断走向健全(2)；

张瑞娟以 1931年的江淮水灾为研究对象，仔细分析了灾情与政府采取的各项救助措施，认为政府的救灾行动及其救灾效率对于

此次水灾而言，力度不够，作用不大，进一步指出政府救灾制度上存在的缺陷(3)；张晓丽、施立业、刘长生以 1949—1957 年时

段的淮河流域水灾作为研究对象，指出新中国在救灾过程中体现出的精神因素、政府与民众共同抗灾、对受灾民众心理进行关

注等新时代特色，肯定了新生政权救灾过程中的积极作为
(4)
；于文善、梁家贵综合分析了皖北民国时期的各类自然灾害，并对灾

害成因及其造成的结果予以探究(1)；陈业新对民国二十年皖北淮河流域水灾的概况、影响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2)，等等。以

上成果对本文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但尚未发现有从北京政府在基层赈灾的角度对江苏淮河流域水灾进行探讨。鉴于此，笔

者选择江苏淮河流域水灾为研究对象，力求在微观上对北京政府的赈灾进行考察，使彼时基层赈灾的工作更具直观性与客观性。 

                                                        
1作者简介：田燕飞（1990—），男，湖南龙山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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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及灾害概况 

（一）地理概况 

顾名思义，江苏淮河流域主要指淮河流经且覆盖的江苏省北部有关区域，囊括连云港、徐州、淮安等地区。上述地区大都

位于淮河的下游，地势相对平坦，地形绝大多数是平原，河湖纵横交错，一些地区临江靠海，雨量丰沛，境内水资源充足；另

明清政府为维持漕粮北运，人为因素使得区域水系紊乱。直至民初，国内政治动荡，处于新旧秩序更替之际，国家亦积贫积弱，

各地方基础设施跟不上实际需要；加上外部势力动则欺侮，这种客观历史场景下，如此优越的肥沃之地，遇上战争、水灾等灾

难，竟而成了各类灾害毁灭民众财产生命的“竞技场”。民初各类灾害交相肆虐，当中水灾频繁且长时段的大范围发生，农业

因此凋敝，灾民生活亦陷入困顿，灾况很是惨烈。 

（二）灾况 

民初江苏淮河流域水灾具有下述特点。首先，民初该区域水灾数量多且频频发生，几无没有被灾的年份和地方，给民众造

成深重苦难。事实上，该地区长久以来就人祸天灾不断，“自公元前 1766年至公元 1937年的 3703年中，全国共发生水灾 1058

次，其中江苏发生水灾 151次”[1]437。对上述数据进行量化可进一步得到以下结果：江苏水灾的发生数占总数的比例约为 14.2%。

潘涛对近代苏北水灾研究后指出：“自 1911年至 1949年的 38年间，苏北大地发生过无数次洪涝灾害，可谓大雨大灾、小雨小

灾”[2]。通过以上数据按照常理推断，水灾应是民初江苏北部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据史料记载：“北部数处河流每因江潮泛滥，

又值苦雨累月，以致沿江圩堤尽被冲毁”[3]等等，体现了水灾暴发的区域性与普遍性之特征。实际上，民国初年水灾已成该流域

的“熟客”，“雨涝一般出现在 5—10月，历来是境内危害最大的气象灾害之一”[4]。当然，因苏、皖二省在纬度上具有较多的

一致性与诸多区域彼此毗邻，故两省的水灾概况可予以互证。一旦江苏北部暴发洪涝，处于淮河流域上游的安徽北部同期亦有

相同情形，如时人报道“苏省入夏以来。淫雨连县。淮扬各属。地势低洼。尽成泽国。八月迭经骤雨。人口牲畜。漂没无算。

上游以淮阴、涟水、泗阳、宝应等县。下游以高邮、兴化、东台盐城，及毗连皖北之江都、江浦、六合等县为最”[5]2，即指出

两省水灾发生时的关联性。事实上，民初江苏淮河流域上游的安徽北部常常发生水灾，通过对此表统计，可知民初五年安徽淮

河流域共发生灾害的县数达 41县之多，其中 21县暴发水灾，水灾占总数比约为 51.2%，远超他项灾害数量，从侧面证明苏北水

灾暴发的频率很高。苏北连云港市因历史上常发水灾，以至于被称作“洪水走廊”，“15—19世纪的 500年间共发生大水灾 144

次，建国前平均每两年半就发生一次洪灾”[6]，综合苏、皖两省在水系流域上的联动性，可知水灾往往呈区域性的大面积发生之

情状。 

其次，水灾危害重且范围广。面对简陋的水利设施、淮河淤泥长期积压，以及人民困苦等客观环境，水灾降临时民众很多

时候只能被迫接受，任凭水灾肆虐，造成严重的灾害景象。其一，水灾带来巨量泥沙，在原有“悬湖”基础之上，生态遭受进

一步破坏。每年汇入洪泽湖的泥沙量惊人：“当一九一六年发生特殊严重的水患时，由江淮治河局工程师底测量，每秒钟被水

带入湖区的泥土，竟有四十四万立方尺之谱”[8]63。其二，大量庄稼被淹没，民众缺少食粮。1912年宿迁市宿豫区“7月 25日大

雨水、8月 9、10、11日连三日大雨，黄西地区高地收七成，低洼地只收两成……湖河并溢，为百年来未有之巨灾”[9]。根据估

算，水灾造成的粮食损失数量惊人：“这许多每年的损失，足以供给六百万壮年人底食粮，如果用以喂食孩童，则可养活七百

万之多哩”[8]64，而根据王树槐统计，民初江苏因受灾严重，主要是因水灾侵袭，农田受灾面积数量惊人，表明灾害波及的范围

很广，收成猛然减少，易造成民众饥荒与营养不良等。其三，水灾影响社会安定，加深社会治理的难度。如清末民初江苏淮北

区域各种三教九流汇集，帮会众多，土匪横行，各帮会组织人数多者达五千余人，少者也有三百余人
[10]
。其四，造成诸多人员

死亡，民众身体素质降低，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1912 年夏西洞庭山“一片汪洋，无家可归号哭之声，连宵达旦，非但耳所不

忍闻，亦口所不忍道，诚百余年未有之奇灾”[11]，很是悲惨。人们对水灾造成的灾难具有深刻印象，“我听说在那个地方淹死

的人很多”[12]。水灾造成的人口伤亡虽没有明确数字统计，但能通过几组人口数据粗略估算。通过该表可见民国初年江苏省的

人口没有常规性增长，而是错落起伏，增减不定。诚然，多种要素作用于人口繁衍，但此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灾害在其中扮演

的迟滞角色，水灾难免成为该现象出现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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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灾最有发言权的当属灾害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时人对江皖水灾造成的深重惨状，作《江北水灾》一诗，其内容婉转而

凄凉：“客从徐州来，未言泪先垂，江淮今岁灾，迥异往昔时……岂知六七月，大水淹没之……冻饿死路隅，无人收其尸，伤

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灾……”
[15]

。这种偏向于纪实性的诗歌是对真实社会的一种高仿真性反映，对

水灾的危害作了较全面描述，其惨状一睹便知。亦有人对该区域水灾造成的灾害作了较全面总结，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首先，

行政和教育受到阻碍。灾民多达三百万之众，受灾儿童占比高达三分之一，这些儿童无法正常上学，接受教育，对国家未来的

发展不利；其次，败坏道德。水灾迫使人们为了生存，子散妻离，甚至有人质妻鬻女，稍微强壮的人，则无视法律，走上不法

之途，夺财杀人；再次，不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灾民受灾前，乃创造生产之人，现在不但无法生产，反而需要国

家救济，成了分利者，至于更危险者，可能因灾致乱，导致社会出现动荡，有损于国计民生的健康发展。最后，人口素质不免

因灾下降及大量人员伤亡。江皖北历年水灾死亡人数虽然不能做到精确统计，仅 1911年就达数十万人，侥幸逃过水灾而苟活于

世者，往往又体质虚弱，身体机能降低，导致区域人口身体的综合素质降低
[16]
。通过这一角度，亦能明了水灾危害具有的关联

性、普遍性及严重性。 

二、赈灾举措 

政府是法定行政职能部门，对保障民众稳定的生产生活、维护社会治安等负有分内职责。鉴于民初江苏淮河流域水灾造成

的重大灾难，为担当政府之职能，各级政府采取多种赈济措施。 

（一）设置赈灾机构 

为应对水灾等多种灾害，民初各级政府建立系列赈灾机构。1913 年“中央在南京设江苏赈抚局，同年设江宁赈抚局，办理

江宁、吴江……宿迁等 26 县赈济事项”
[1]437

。另为更好地统筹赈灾，政府还设有兼抗灾、救灾与慈善功能的相关机构，如 1912

年设立的难民生计局，1913年设立的各县贫民习艺所、盲哑疯癫收容所、留养局、育婴堂、济良所、教养院等，1914年创建的

贫儿院及恤嫠堂等。这些机构均脱离不了公立和官办性质，且身负慈善、救灾等责。政府直接对其拨放经费，例如 1913年恤嫠

堂的经费收支：“据全省对 40个县统计，恤嫠堂（所）有 95所，其中官立 5所（官费 1150887元），公立 78所（公费 92220518

元，私立 12所（私费 4887363元）”[1]592。对以上数据再作量化，可看到在数量上官办堂（所）和公立数量约占总数量的 82.1%

之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亦高达 95%，充分表明政府对该堂（所）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这些机构的创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

对救济事业的构想，某些机构强调灾民“自食其力”的能力，如遍设于省内各州县的留养局，机构内设置工艺场地，对在其中

的灾民按劳分配食粮，有考勤等要求，既可满足被灾之民的口食需要，也能培养其劳动技能与习惯。 

（二）开展急赈 

急赈作为传统赈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表现在为了保障灾民的生存而紧急拨放多种救灾物资，从而对灾民予以救援。如对粮

食的拨调，1913年 9月袁世凯责令“购米五千石运宁接济……会商江苏都督、民政长查明被难各区，迅将赈抚事宜切实筹办”[17]；

如开设粥厂，“自城内粥厂设立以来，各处饥民争赴恐后”[18]。由于灾区范围甚广，灾民又多，紧急散放救助物资仅能基本维

持灾民的暂时需要，灾民还需要更多的救援，有时中央政府拨付灾款远达不到救灾所需，地方政府则只能依靠自身想办法，就

近进行筹款。1914 年 12 月 17 日，袁世凯批复“财政部呈为覆核苏省江北灾赈业已拨给巨款如有不敷拟令就地自筹仰祈鉴由”

中，即同意“如拟办理，即由该部转行遵照”[19]。总的来说，急赈的施行很有必要，是对灾民生命的最低保障，对后续赈灾工

作的推进具有铺垫性作用。 

（三）筹集赈灾物资 

政府多方布告灾情，多样化及多途径地筹集赈灾需要的物资，例如彩票的发行，“江皖筹赈办法所提各款中有办灾赈彩票

一条”
[20]
。彼时筹集赈灾物资的界限已经冲破传统赈灾的血缘、地缘的范畴，有时灾情的宣传、赈灾资源的募集甚至跨越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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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国外募款：“美国大总统塔虎脱布告中国饥荒情形，并求全国人民捐助赈款”[3]；有的时候政府不得不依靠借款来筹集灾资，

“灾黎待赈之急如此，而又无款可筹，至不得已而借款”[21]；另则由于国内物资的缺少，亦从境外购买食粮以赈灾民，“今江

淮水灾美助麦粉……亦曾运食安南大米”
[22]

。 

（四）蠲缓 

政府通过对被灾区减免税收等来减轻灾民的生存压力，希望能够尽早恢复灾民正常生活。“上年苏省宿迁等县，始患蝗灾，

继以水灾，收成歉薄……著将宿迁等二十四县成灾歉收各村庄应征本年钱漕，按照分数，分别蠲缓”[23]。该方式虽有明显缺陷，

其着力点作用于灾害发生后，灾害发生时没有效果，且灾民如要像灾前般劳动生产，又要面对缺少资金、种子及劳作工具等难

处，但此项政策在推进灾民的生产与生活方面仍有他项措施不能替代的优势，其覆盖面大，适于整个被灾区，在一段时间内减

轻了灾民压力，且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政策上的稳定性，对增强灾民重建家园的信心有积极意义。 

（五）重视水利事业 

首先，较为重视水利事业建设，统筹创设全国水利局，统一规划水利事业。1915 年袁世凯颁布“去水害兴水利令”：“前

因水利为农田根本，特设全国水利局于京师，于上年公布管制在案……于水利前途，所关非细。查原定管制，各地方分设水利

分局，实为全国水利局之分支”[24]74。其次，研究并重视导淮之事。考虑到水灾与淮河淤泥淤塞有很大关联，故将淮河的疏通上

升至政府的重要规划中，“苏督程雪楼会同安徽都督条成意见，谓导淮不易，苟能办理得法，不惟江苏境及淮北可免水灾”[25]，

中央政府对此进行了广泛意见征求，为从根本上解决淮河洪涝的困境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最后，储备及培育治水人才，北京政

府亦为此倾心不少。“各省急设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以储治第一步之人材，其学科专修工程测绘，入学学生以中学毕业或有

中学相当之程度为合格，毕业年限为二年”
[26]

。这样看来，北京政府因重视水利事业，进而欲通过专业性学校培养和储备治水

人才，以此来促进国家水利事业的发展，且采取了一定行动，其蓝图着眼于国家水利事业的长远发展，表现出前瞻性意识。 

（六）加强天气预测 

水灾很多时候因气候所致，如能提前监测天气状况，采取防灾、减灾措施，可降低相关灾害之危害。北京政府吸取水灾教

训，加强天气预报的力度。[27]囿于科学条件，其时天气预报精度无法满足社会要求，但通过科学方法，对防灾减灾提供数据予

以分析，是值得肯定的方式，反映了时代进步，人们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和思想也在与时俱进，可以看作是近代化赈灾意识的

外在表现，丰富了赈灾手段，有利于更好地开展赈灾工作。 

（七）管理社会赈灾力量 

除自身努力应对灾害外，政府也寻求通过对社会赈灾力量整合的途径，使赈灾工作向前推进。民国建立以后，社会风气为

之一变，诸多民间慈善团体相继设立，最有代表性的当为中国红十字会，“即如水旱灾患、流行时疫也一体设法拯救。像红十

字会这样典型的近代慈善机构，在民国社会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8]。江苏水灾，该会亦积极募款，如“苏省水灾饥民待

赈，兹承狄梁孙君经募到张汝荫张汝梁君捐助公卖票洋一百五十元，拜领之余，莫名感谢，除交会计董事朱葆三君核收外，亟

登报以扬仁风，上海二马路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沈敦和启”[29]。为加强对其管理，民国四年政府拟定颁布《中国红十字会条

例施行规则》
[30]

。另政府为吸收社会赈灾资源，颁布较多鼓励民众参与社会事业的相关条例，给予民众荣誉等奖励，如民国三

年的《褒扬条例》，其中规定有下述等情况应予以褒扬：“赈恤乡族救济贫困事状昭著者、创典公益事业或捐助财产千元以上为

公益事业者……”[31]。这些举措能一定程度上整合政府与民间的赈灾力量，共策赈灾之事。 

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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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北京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各方赈灾力量，采取诸多切实可行的赈灾措施，积极回应江淮流域水灾之灾民之需求，

但赈济工作亦存在很多不足。 

（一）成绩 

尽管在赈灾的成效上无法予以精确衡量，但政府通过上述措施，势必能一定程度上解决灾民的部分需求。首先，政府作为

强力机构，主动应对灾情，救助灾民，一定意义上履行了政府职责；于职能分工方面，地方政府能较好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承

担基层赈灾之责，行使基层救灾权利，对赈灾的开展提供了指导意义，发挥出主体性作用。其次，北京政府采取的赈灾措施挽

救了部分灾民生命与财产，相对塑造了政府的积极形象，对保障基层社会的稳定有正向价值，降低了水灾危害，对灾区重建提

供了可能性。其三，体现出政府领导人与民间精英人士的近代水利意识及国家赈灾的近代化特征。传统社会，水利事业仅是朝

廷的惠民之举措，没有从国际化视角的高度来看待赈灾关系到国家的地位、安全及人民的荣辱，但针对淮河时常泛滥，为疏导

淮河，上海华洋义振会给中央政府建言，“江皖北连年水灾，因淮河淤塞所致，淮不导则灾不止，仅恃振济实非善策，嗣后亦

万不能乞助邻国，令人讪笑政府不能为民防灾，传播全球，实为国耻”[32]。袁世凯亦坦诚认为“吾国以农为本，河流丰富，驰

誉全球，去水害而兴水利，在此一举”[24]7。认识到水灾暴发的频繁性不仅使得国家和民众蒙受深重灾难，且给国家形象造成巨

大负面影响，有损于国家国际形象的塑造，表现出袁世凯与当时部分精英人士具有相当程度的近代国家水利意识；加之，前文

言及的通过预设专业性学校培养治水人才，跨越传统血缘、地缘乃至国境而短时间内募集大量赈灾资源，采用科学化手段预测

气象情况等措施，综合来看，体现出民初这一特殊时段孕育并展现出较大程度上国家赈灾的近代化特征。 

（二）不足 

诚然，各级政府面对水灾采取多种赈灾举措，以求减轻民众受灾程度，但赈灾具有主客观的消极因素，影响到赈灾的效果。

其一，彼时政府财政拮据。大的民生工程需费巨繁，政府无力推进，如导淮计划：“至于中国人底计划，不但要疏理运粮河，

同时想在黄河故道，开出一条良好的水道，更拟将淮河底上游一段，大加改良，其工程所需，共约两万一千三百万圆”[8]209，如

此良好计划只能停于纸上。中央政府很多时候靠借钱度日，欠债颇繁，江苏省亦是如此，“公债费支出……江苏八千九百六十

万两”[33]，其时政府虽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意见，拟具导淮方案，提出较科学的导淮计划，但因“囊中羞涩”，只能作罢，转

而采取临时性的疏通河道办法，作应急之安排。面对导淮所需巨费，张謇无奈言及“惟去害在导，兴利在垦，二者均非借债不

行”[34]。其二，部分办灾人员素质不高，不能忠心履职尽责。尽管中央政府再三强调要规范赈灾行为，“如有办赈迟延及挪用

赈款者，应由该管长官据实查参，依法惩治”[35]，但仍杜之不绝，禁而不止，赈灾过程中仍有办灾人员中饱私囊等现象，“该

知事等办灾荒谬，罪及无辜，溺职殃民，情节甚重。著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从严议处，以昭儆戒”[24]350。其三，民初政治失序

影响社会治理的效果。民初政治秩序从中央至地方皆处于从失序向稳定过渡的状态，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政治稳定，在中央，

内阁总理频繁更换，使中央政策的施行效果大打折扣，内阁与大总统之间“面和心离”，亦有损政策的推及开来；党派间的激

烈倾轧，也是相关政策不能实践的重要因素。其四，列强虎视，政府或百姓，均无法从外力束缚下挣脱出来。政府财政赤字严

重，只能仰赖外部资本“输血”，无法集中精力处理内政。诸要素汇聚在一起，此时灾害犹如“最后一根稻草”，压垮民众生

活的信心，迫其往往走上绝境。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了赈灾功效，尤其是导淮计划最终搁置，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淮河造成的危害，

但政府为此所作的努力仍当予以肯定。 

结语 

总之，民初北京政府面对严重的江苏淮河流域水灾的赈灾困境，其从建立赈灾管理机构、拨款、管理赈灾工作人员、重视

水利事业等措施入手，积极行动，并借助社会赈灾组织的力量多方筹集各类赈灾资源，再到后续力争恢复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

等全过程中为灾民施以救援，部分措施体现出彼时政府领导人和部分社会精英人士具有近代水利意识等时代的进步因素。北京

政府的赈灾行为固然属其职责所在，赈灾工作亦取得一定成效，但在赈灾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受到政府缺少资金、民初政治秩

序失序、办灾工作人员素质不高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定程度影响了赈灾效果。从政府和公共管理视角来看，政府赈灾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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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是整个赈济水灾环节中极其重要之一环，对整合政府与民间等多方赈灾力量和资源，推动抗击江苏淮河流域的水灾而言，不

可或缺，推动了彼时该区域水灾的赈灾活动。至于后来袁世凯罔顾民意，违背时代潮流而遂行称帝之闹剧，社会因之陷入军阀

混战之后，诸如水利建设等规划未能继续得以向前推进，当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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